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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领事保护与南洋华侨教育研究

陈奕平，王 岚

［摘 要］近代中国被迫进入西方国际法体系，使得晚清政府接触了领事保护制度，并从

被动适应转变为主动实践。清政府主动利用领事保护发展南洋华侨教育就是这一过程的
例证。晚清领事保护促进南洋华侨教育发展的目的在于增强南洋华侨的中华文化认同、

改善南洋侨教生态、延续封建专制统治。经过清廷领事官员的努力，领事保护改善了南
洋华侨教育生态并提振了华侨的中华文化自信。同时，这一实践也丰富了近代中国领事
保护机制的内涵，为中国领事保护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清政府希望利用领事
保护促进侨教以培养华侨效忠思想却事与愿违。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接受近代教育的
华侨子弟积极参与其中，最终埋葬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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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使设领通常是一国保护海外侨民的常用外交方式。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清政府开始向华侨
汇聚的南洋地区遣使设领，以维护华侨利益。领事护侨实践是晚清外交近代化的产物，亦是清廷
华侨政策转向的重要标志。与之相伴的是，南洋华侨教育也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因此，对晚清
领事保护如何促进南洋华侨教育发展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中国的近代领事保护对

南洋华侨的影响。
基于这一背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晚清政府如何通过领事保护促进南洋华侨教育发展。

具体而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晚清领事保护促进南洋华侨教育的动力是什

么? 晚清政府的具体举措有哪些? 晚清领事保护促进南洋华侨教育的成效如何?

随着晚清外交档案、华侨史料等文献的整理公开，国内的晚清海外领事保护研究进展迅速。
关于清政府在南洋的遣使设领概况，学界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①在此基础上，学界对于晚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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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领事保护维护华侨权益也进行了具体研究。庄国土对晚清在南洋设领护侨的背景、活动
概况及作用等进行了宏观讨论，认为晚清南洋设领护侨的最终目的在于控制华侨以维系晚清政

权。① 袁丁在清代官方档案和该时期英美外交档案的基础上，就晚清遣使设领、华侨国籍及拐卖华
工问题进行了探讨，反思历史的同时推动晚清设领护侨研究进一步深化。② 颜清湟以华工为研究对
象，就晚清海外领事对海外华工的保护进行了考察。③ 李章鹏④和蔡佩蓉⑤则以荷属东印度和英属
新加坡为案例，对清政府在以上两地的设领护侨实践历史进行对比分析，为本议题的国别案例研

究提供了较好示范。当然，还有多篇硕、博论文亦涉及晚清南洋设领护侨问题的探讨。⑥

综上所述，学界未能对华侨教育被纳入领事保护范畴及领事保护对促进华侨教育发展的成效

有所关注。为此，本文希望进行初步的历史梳理和分析以抛砖引玉。

一、国家动力: 南洋华侨教育纳入晚清领事保护机制的原因

南洋华侨教育纳入领事保护，是清政府对西方领事保护制度适应与实践的重要内容; 亦符合

清政府对“侨”思维历史性转型大背景下的现实需要。为实现维系海外侨心、维护封建意识形态及
延续封建统治政权等目的，晚清政府将华侨教育事务纳入领事保护范畴。

( 一) 清政府对近代西方领事保护制度的适应与南洋设领概况
领事制度，最早是希腊城邦政治的重要贡献。⑦ 公元前 242 年，罗马共和国设“外国人执政

官”一职，专门处理外侨与罗马公民( 或外侨之间) 的纠纷。18 世纪，领事作为工业和海外贸易时
代一国政府在接受国准许下委派于该国以照管派遣国商业、国民利益的官方代表，其身份职能得
到西方国家的广泛肯定和应用。
近代领事制度向中国的传入相对晚近。⑧ 1842 年，中、英签订《江宁条约》，允许英国在广州、

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派设领事，该条约成为外国向中国遣使设领之肇始。此后，
德、法、美等资本主义强国纷纷援引条约，向清政府提出派驻领事之要求。作为近代西方殖民体
系下的舶来品，清政府对治外管辖权及领事制度无疑显得被动和生疏。同治六年( 1867 年) ，丁日
昌( 时任苏州布政使) 首次提出:

若中国精选忠勇才干官员，如彼国之领事，至该处妥为经理。凡海外贸易皆官为之扶持
维系，商之害官为之厘剔，商之利官不与闻。则中国出洋之人，必系恋故乡，不忍为外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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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中国之气日振……①

该奏议是当时清廷官员倡议援引西方制度、在海外设领护侨的最早记载，但并未受到清政府
的重视与采纳。1872 年，古巴、秘鲁华工事件的爆发震惊清廷朝野，不少官员呼吁“必须照约于
各国就地设立领事等官，方能保护华工”②，才使得清政府开始真正意识到遣使设领之必要。1875
年，清政府任命郭嵩焘为驻英公使，赴英国交涉“马嘉理事件”，此次派遣标志着清政府对西方领
事制度由适应走向实践的重要历史转折。此后，清政府开始向新加坡、横滨、大阪、旧金山等海
外多地派驻领事，尤其在 1901—1911 年间，清政府在海外设立领事多达 27 处，占整个清朝对外
遣使设领量( 总 45 个) 的半数有余。
清政府对近代西方领事保护制度经历了由生疏到重视、由被动适应到主动实践的转变。从观

念建构来看，“当时的晚清政府对于‘国际法、国家主权以及驻外使节制度’的认识，都是在与西
方国家的互动实践中逐渐得以完成的，表明了晚清政府对作为共有观念的国际规范的认同”③。从
现实需要来看，这一转变又与近代西方殖民体系下中国侨民问题的变迁密切相关: 华侨不再是“化
外之民”，而是海外臣民，是潜在的经济资源，更是影响外交关系的重要因素。因此，华侨及侨务
治理自然成为晚清领事机制的主要对象和内容，清政府对海外重要华埠地区的领事派遣十分重视。
南洋地处中国周边、华侨聚集，是晚清政府派驻领事的先锋地区。光绪二年( 1876 年) ，驻英

公使郭嵩焘援引《中英续订天津条约》，向英方提出于新加坡设领要求。多次交涉后，新加坡华人
侨领胡璇泽在郭嵩焘的引荐下成为晚清首任驻新领事官。④ 新加坡是晚清政府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
领事点，在南洋地区的领辖范围最广，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⑤ 至 1911 年底，整个清朝在南
洋地区共有 7 处设领。

表 1 晚清在南洋设领简况

清朝在南洋设领地点 历任驻外领事

( 英属) 新加坡( 1877 年)

胡璇泽( 1880—1881. 9) 、苏桂清( 1881． 9—1891． 5) 、左禀隆( 1891． 5—1894． 7 ) 、黄
遵宪( 1894． 7—1897) 、张振勋( 1897—1899． 5 ) 、刘玉麟( 1899． 5—1902． 1 ) 、罗忠尧
( 1902． 1—1902． 5) 、吴世奇( 1902． 5—1906． 1 ) 、凤仪( 1906． 1—1907． 10 ) 、孙士鼎
( 1907． 10—1910． 10) 、左禀隆( 1910． 10—1911) 、苏锐剑

槟榔屿( 1898 年)
张振勋( 1894． 7—1898． 5) 、张鸿南( 1898． 5—1903． 1) 、谢荣光( 1903． 1—1906． 12) 、

梁廷芳( 1906． 12—1907． 12) 、谢荣光( 1907． 12—1912) 、戴春荣

( 美属) 小吕宋( 1898)
陈纲( 1899． 4—1901． 7) 、黎荣耀( 1901． 7—1903． 6) 、陈日翔( 1903． 6—1904) 、梁询
( 1904． 7—1906． 4) 、黎廷桂( 1906． 4—1907． 12 ) 、苏锐剑、杨士均( 1909． 10—1910．
6) 、张文蔚( 1910． 6—1911) 、孙士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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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求成，被迫同意这一要求。首任驻新领事胡璇泽，本名亚基。其既雄于财，名声卓著，又急公好义，凡华侨事务，当地政府
多所倚。1867 年胡被选为太平局绅，两年后任立法会委员兼日、俄驻星领事。参见朱杰勤: 《东南亚华侨史》，北京: 中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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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七年( 1891 年) ，清政府与英国外交部达成协议，将新加坡领事升级为新加坡兼辖海门等处总领事，由驻英使馆二等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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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清朝在南洋设领地点 历任驻外领事

仰光( 1909 年) 欧阳庚( 1909． 1—1909． 7) 、董永熙( 1909． 7—1911)

( 荷属) 爪哇( 1911 年) 苏锐剑

( 荷属) 把东( 1911 年) 徐善庆

( 荷属) 泗水( 1911 年) 陈恩梓

* 表格根据《清季中外使领年表》整理编制。故宫博物院档案部、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 《清季中外使领年表》，北京: 中华书

局 1985 年版，第 73—75 页。

清政府在南洋的设领进程大体呈现出以下特点: 其一，除新加坡外，清政府对南洋的设领交

涉断断续续、复杂波折。如: 中、西围绕在菲设领交涉长达 18 年，至 1898 年西班牙对菲殖民结
束，才同意中国在菲设一临时领事馆。清政府与荷兰殖民政府的《中荷在荷兰领地殖民地领事条
约》直到 1911 年 5 月才得以签订。① 而于缅甸设领的提议不仅要与英、印两国政府交涉，清所派领
事也“只可在仰光地方办理领事事务，不得前赴阿瓦或他处出巡”②。其二，清政府在南洋的设领
机制充分体现出保护侨民、管理侨务的初衷。“南洋各岛设官，不外保民集捐二事，而以保民为首
要，诚能为民兴利除害，则民情爱戴，自无不急公慕义踊跃输将。”③“商政日兴，民财日阜，息息
有与内政相通之故”④。清政府不仅将设领地点多选在华侨汇聚的华埠，如英属槟榔屿、新加坡及
荷属爪哇等地; 还任命部分侨领担任领事职务，如胡璇泽、张振勋等侨领在南洋侨居地威望素著，
是清政府在南洋开展领事保护的重要推手。

( 二) 近代西方殖民体系下晚清政府将华侨教育纳入领事保护的历史转向
光绪后期，出于维系封建政权之目的，清政府开始将南洋华侨教育纳入领事保护范畴。这一

时期的政策转变主要基于以下因素:

1． 维护封建意识形态
随着 19 世纪中后期南方各省劳动力浩荡出海的潮流，清王朝致力维系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态被

撕开了口。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梁逃亡海外，多次访问新马地区，著力在当地推动新式教育。其
弟子信徒，遍布新马各新式学堂。⑤ 通过教育宣传，维新派在海外风靡一时，“会众以数十万
计”⑥。除维新派以外，孙中山的同盟会也在南洋侨校中积极宣传思想，影响日盛。1906—1909
年，仅在马来亚，由同盟会兴办的侨校就高达 30 余间。⑦

维新派和同盟会对海外华侨思想的影响，使清政府不得不重视海外华侨教育，以杜绝“异端
邪说”在海外华侨社会中传播，进而威胁清政府封建统治根基。对此，清廷内部官员极力推崇将南
洋华侨教育纳入领事保护，以领事官扶植华侨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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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约也是清政府与外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之一，中国驻印尼领事不仅无法享有《国际法》规定的外交地位，还被迫将领事任
免权让渡于荷兰殖民政府。同年，清政府又向爪哇、把东及泗水三地各派一名领事。但随着清政权的崩溃，中国驻印尼领事的
作用十分微弱。
《清末民初出使外洋外务密档》( 第二册) ，台北: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9 年版，第 539 页。

张之洞: 《张文襄公( 之洞) 全集·奏议》，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1273 页。

王彦威、王亮主编: 《清季外交史料》，北京: 文海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544 页。
［马来西亚］郑良树: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 第一册) ，吉隆坡: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 1998 年版，第 122—123 页。
［美］刘伯骥: 《美国华侨史》，台北: 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76 年版，第 449 页。

沈太闲: 《我知道的马来亚同盟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七十六
辑) ，北京: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6 页。



光绪十三年( 1887 年) ，洋务派官员张之洞在《派员周历南洋各埠筹议保护折》中奏请用海外领
事“所收册照等费内开支”的余款，在小吕宋设书院一所。同时，让各地的领事绅董在当地选择儒
师，教授华人子弟。奏折中，张之洞对发展南洋华侨教育与维护封建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了利弊
分析。他主张在海外领事馆中开设书院，以“儒士”为师，让华侨子弟“习闻圣人之教、中国礼义
彝伦之正。则聪明志气之用，得以扩充而愈，开水源本木之思。盖将深固而不解，从此辗转传播，
凡有血气未必无观感之思”①。1903 年，清政府制定了《奏定学堂章程》，通过制定华侨学堂的教育
宗旨，正式将华侨教育纳入清末教育体系，使华侨“知身居海外，仍在朝廷轸念之中”，以便“维
系人心，潜消隐患”②。

2． 引入华侨人才
晚清时期，清政府将华侨教育纳入领事保护的实践同样也出于引入华侨人才的考虑。19 世纪

末期，晚清一批主张革新的开明智士向国内引入“中体西用说”，即一种主张保留固有文化基础的
同时，有效度地吸纳西方之长的权益理论。③ 这一学说受到晚清政府内部部分官员的采纳，洋务派
对这一学说更是极力倡导。
甲午战争后，晚清部分官员开始主张以西学及西学人才的甲胄维系封建统治。晚清新政推行

后，对包括华侨在内的近代人才引入成为晚清近代化转型的重要内容。为此，清廷特别旨谕各驻
外使臣，让其对海外华商子弟、海外游学的可造之才留心察访。凡有在外洋大书院肄业的; 或持
专业凭证的精学之才; 或著书者，由各使臣“认真考试、分别等第、咨送回籍”。清政府按照国内
科举制度对这些引进录用的海外人才同样赐以进士、举人、贡生等衔，并根据他们的实际功劳予
以擢用。④

3． 迎合华侨呼吁，改善南洋华侨教育生态
西方殖民体系下，南洋华侨教育的发展大体陷入两种困境: 一是因西方殖民政府对南洋华侨

教育普遍奉行歧视性政策，禁止华侨后代进入当地政府开办的学校学习，导致华侨子弟在海外平

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事实上被剥夺。⑤ 而华侨中的“新客”，也常因文化差异，“与哇哇( 土生华侨) 意
气不甚相投，互有鄙视之意……”⑥。二是尽管到 20 世纪上半叶，华侨私塾在南洋各地已有开办，
但其“学制略如私塾改良，教材则四书五经外，兼授尺牍，以应商场之用而已”⑦。这种简单复刻
中国本土私塾模式的教育模式难以在社会环境特殊复杂的南洋侨居地有何长足发展。
囿于侨居国政府限制和缺少祖国支持的双重困境，南洋华侨对清政府派驻领事保护、扶植华

侨教育的请愿呼声十分积极。不仅秘鲁、古巴、菲律宾等处“民商闻有遣派公使之信，延首跂望，
深盼得一领事，与为维持”⑧。在荷属东印度，早有巴城华侨为子女“番”化、失去文化之根忧心忡
忡。华侨后代“番其举止，番其起居，番其饮食，番其礼法，华语且不识，遑知有孔孟，其弊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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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而于华文一端，转从其略”。参见钱恂: 《二二五五疏》，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31 页; 《叻报》1889 年 1 月
29 日。

陈翰笙: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一辑)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476—477 页。
［菲］彭乃扬、李茂周: 《校史》，见彭乃扬主编: 《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五十周年纪念特刊( 1899—1949 ) 》，马尼拉: 小吕宋华
侨中西学校 1949 年版，第 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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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①华侨代表田桐曾专就该处华侨情形咨呈外务部，希望清政府“设领扶植华侨学堂，以
减荷人之教育权”②。在槟榔屿，当地华侨对清政府的兴学奖励和支持深以为荣，“合屿商民，欢
欣鼓舞”③。华侨对晚清领事保护的渴望可见一斑。

二、实践路径: 晚清领事推进南洋华侨教育的活动

作为清政府的海外代言人和政策执行者，驻外领事官实际承担着推进华侨教育的主要职能。
通过调查学务、捐资倡助、开办学堂、选送侨生等措施，南洋华侨教育从实践层面被纳入晚清领
事保护机制。

( 一) 调查华侨学务，声教讫于四海
调查学务，即“劝学”，最早是清政府改造国内老旧私塾、倡办新式教育的重要举措。1908

年，光绪皇帝下谕，“派员查看华侨学堂，意在整齐国内之学制，提倡海外之学风……”④，正式
将调查华侨学务纳入晚清新政和国民教育改革的内容。而领事因长期驻外、熟悉侨社情形，自然
担负起清政府调查华侨学务的主要工作。

1904 年，担任槟榔屿第一任领事和槟榔屿管学大臣的张弼士在中华学堂主持光绪皇帝御书
“声教南暨”挂匾和《图书集成》赠书典礼。作为清政府海外劝学的官方代表，张弼士在槟榔屿公开
呼吁华侨兴学重教、培养华侨后代，对当地侨教的风气大开发挥着重要影响。张弼士也因此成为
晚清领事在南洋劝学的典型人物，其热心教育公益的美名在南洋侨社中令人称道。在荷属南洋地
区，中国驻荷兰公使馆参赞钱恂曾在 1906 年赴爪哇调查华侨学校，并举荐董鸿祎、王维忱等人分
赴各地宣传指导⑤，从此将该地的华侨学务事项纳入领事保护范畴。
在南洋，英属与荷属地区是华侨最为聚集之区域，因而也是晚清领事开展华侨学务工作的重

点地区。1905 年后，清政府相继在荷印巴达维亚、英属新加坡和槟榔屿等地成立劝学所，以规范
海外华侨照章办学，该机构的主要领导职能便是由驻地领事负责。如: 新加坡的劝学所，即由新
加坡副领事梁廷芳担任该所总董一职。除各华埠的劝学所外，1906 年，时任驻荷参赞的钱恂还带
头成立了荷属华侨学务总会，“坚贞蒙难，崛起于素若散沙之华侨教育界中，发愤有为，意者南中
华侨教育，其将由此勇猛精进，大方光明矣”⑥，该会自组建便成为当地有力的华侨教育机关。⑦

调查学务是晚清新政背景下重要的教育改革措施，也是清政府推行海外华侨教育的先期之举。
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海外实地调查，快速了解海外侨教情形并建立与海外侨社的跨国互动关系。
驻外领事官因地理、职能等优势，在调查华侨学务中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其调查内容和结果是清
政府了解南洋侨教情形、制定侨教政策的重要依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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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属华侨学务总会编: 《荷印华侨教育鉴》，爪哇: 荷属华侨学务总会编辑委员会 1928 年版，第 67 页。

成立初期名为“中华总会”，是荷属各地中华学堂的董事会联合会，负责为各华侨学校代聘教师及商讨华侨教育发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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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领事捐资倡助，扶植侨校开办
近代以来，海外华侨教育的发展时常面临着经费的困扰，经营惨淡。为此，驻领官员在南洋

侨居地积极捐资倡助、扶植华侨学校的开办。
在新加坡，左禀隆领事在当地组织成立了成人教育机构“会贤社”及“会吟社”。前者每月出课

题一次，由左领事亲自评改课艺，并将自己的俸禄捐作奖学金，奖励士子。① 后者为诗社性质，为
华侨吟诗交流而设，以培养华侨的文化情操。此外，左禀隆领事还在领事馆内首创成立了“英语雄
辩会”。该组织通过吸引那些接受英文教育的华侨生源，对中国本土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问题进
行公开探讨，从而团结海峡华侨精英，引导其对中国的关注和认同。左领事对新加坡华侨中华认
同的重视及其教育举措，在当时的整个南洋地区都极具代表意义。这些以促进华侨文化认同为主
旨的“会社”，在当地受到了广泛欢迎。对左禀隆领事的诗评“欲授诸生换骨丹，夜深常对一灯寒。
笑余九载新洲住，不似他官似教官”②，足以证明其在新加坡华侨社会中的声望。
同样，左领事倡导新加坡华社兴学的事迹也可圈可点。在其推动下，新加坡侨界相继开办了

培兰书院( 海峡华人颜用成独资创办) 、毓兰书院( 陈姓族人创办) 、养正书院( 章苑生独资创办) 、
进修义学( 广肇侨商开办，亦称广肇义学) 、乐英书室( 小坡华人公办) 等华侨义学。据《叻报》所
言，这一时期，“叻中书塾，除自请 师以及自设讲帐者外，其余义塾，多至不可胜言”③。这些
义学得到当地侨领和富商的资金支持，极大满足了当地华侨子弟在新加坡的教育生存需要，更成

就了晚清领事海外倡学的历史典范。
在槟榔屿地区，槟榔屿第一任领事张弼士( 张振勋) 热心教育公益的事迹为人称道。1904 年，

张弼士联合梁壁如等 80 位侨商捐款筹资，创办了海外第一所新式华侨学校———中华学堂。槟城中
华学堂之设，“言其大可以救国; 言其小可以致富; 言其私可以利己; 言乎公可以达人”④。张弼
士领事不仅呼吁当地华侨慷慨输将，并带头捐款 5 万余元作为办学经费。在其倡议下，不仅中华
学堂得以快速筹办，在马来亚各地还相继开办了 8 所华侨学校。至梁璧如( 梁廷芳) 接任槟城领事
时期，梁领事在中华学堂的基础之上附设初级师范传习所( 速成科) ，以培训当地华侨中精通华文

之人。为此，梁璧如领事不仅亲自“捐廉择地”、设学务处以便各总理之会议; 更将家藏书籍捐赠
其间，以为各教习学生博览参观之助。⑤ 在槟榔屿，还有时中学校、壁如女子学校等，也获得了梁
璧如领事的捐助。
晚清驻菲领事的办学事迹以“小吕宋大清中西学堂”的创办最为著名。1899 年 4 月 15 日，清

政府驻菲领事陈纲在领事馆( 原甲必丹公署) 内办起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 Anglo-Chinese School) ，
该校是菲律宾历史上第一所华侨学校。⑥ 相比之下，越南的华侨教育发展相对缓慢。在西贡，“华
商十余万人，无一公立之学堂”。为此，驻法公使孙宝琦“特派员至该埠查察情形”，并“倡捐银一
千元，责成商董李君佑筹款开设学堂”⑦。
驻外领事带头捐学倡学，是晚清开展海外领事保护实践的良好示范。领事对华侨教育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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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扶持，不仅展现了清政府对海外华侨的怀柔诚意，也激发了华侨捐资办学的热情和信心。

( 三) 选送优秀侨生回国升学
到 20 世纪初期，南洋各华埠虽已有大量的侨校开办，但由于师资、教材等匮乏，教育质量不

尽如人意。不少华侨仍有送子弟回国升学的愿望。
1906 年，钱恂作为参赞官及南洋查学委员，与董鸿祎二人赴爪哇华侨学堂查学期间，鼓励当
地华侨子弟回国读书，并允以官费待遇。当时，钱恂致电两江总督端方，称“爪哇学生通官音可接
中学程度者约三十人，志切归国读书，选地南京，川资日用自备，惟请官给食宿。并准学部电咨，
以该侨民笃志内向，自宜因势拊循”①。出于“宏教泽”“系侨情”及“弭隐患”等考量，其提议获得
了端方和清政府的支持，并专开学堂，名曰暨南学堂。

1906 年 3 月 23 日，暨南学堂正式开学。首批由爪哇归国的侨生 21 人，回国学习国文、讲经、
算术、英文等课程，这是侨生回国升学之伊始。1907 年 8 月 28 日，巴达维亚中华会馆董事潘立
斋、梁映堂又护送 10 名侨生到达南京升学。② 1908 年 5 月，来自南洋各岛的第三批侨生共 46 人抵
达南京，晚清国内的华侨教育事业由此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创办之初的暨南学堂为侨生补习性质，但由于清政府对华侨教育的重视，暨南学堂章程明确、

施教有方，在南洋各埠盛名远扬，华侨生源不断扩大。不仅“爪哇一埠风声传播，不独业经来学各
家属欢欣鼓舞，群颂皇仁。凡附近各埠闻风兴起，均愿选取练习中语合格之学生送宁就学”③。

1908 年 7 月，学部致函新加坡总领事左秉隆，告知“新埠中国侨民亦可每年酌送合格学生内
渡肄业等”。经过“道南、养正、启发、应新及槟榔屿中华、雪兰、尊孔，霹雳嗱哈埠乐育各学堂
开具名册，面加考验，先后录取 54 名汇送回宁就学”④。这是暨南学堂的第 5 批侨生，均由领事选
拔保送回国。
到 1912 年辛亥革命爆发前，暨南学堂共有在校学生 240 余人，其中大部分是来自荷属东印

度、英属马来亚等处的华侨子弟。学堂的海外招生以保送生制度和视学员制度为基础，主要依靠
驻外领事官和视学员等居中联络，是清政府“宏教泽而系侨情”政策的重要内容。回归教育层面，
海外华侨子弟归国读书，不仅增强了清政府与海外华侨教育的跨国互动，还有利于促进海外华侨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增进华侨内向之心。

三、晚清领事侨教实践的成效

将华侨教育纳入领事保护范畴，是清政府华侨教育政策转变的重要标志。驻外领事通过查学、
倡捐和办学等多种实践措施，给南洋华侨教育及近代领事保护机制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 一) 改善南洋华侨教育生态，提振华侨中华文化自信
晚清领事的华侨教育实践，首先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南洋华侨教育“量”与“质“的双重改善。
在数量上，通过驻外领事官的居中筹措，华侨慷慨解囊、掀起了捐学办学的风潮。19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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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制定《报效学费章程》，凡华侨“照赈捐得五成核算”捐赠兴学，便可获得清政府授予的虚
衔。① 到宣统年，这一核算标准由原来的五成降至二成。华侨不仅可以获得清政府授予的虚职官
衔，还可以替先祖、后代捐功名。奖励措施一出，“报效学费”的南洋华侨络绎不绝。② 驻新总领
事孙士鼎曾为此专上奏折，称“侨商外洋而能热心兴学，较内地商民尤为难得，自应援案给奖，拟
请均准建立专坊，给予急公兴学字样，以昭鼓舞”③。在荷属东印度地区，华侨捐学经费已相当富
余，如“巴达维亚一校，开办已经八年经费皆由捐助……”④

清政府的奖学措施和领事动员，极大地推动了海外华侨学校的兴办。据驻新总领事孙士鼎呈
报，仅 1908 年，“南洋英属各岛华侨百万，现在新加坡广、惠、肇三属养正学堂，潮州端蒙学堂，
客籍启蒙学堂及闽粤绅商合办之吉龙坡尊孔学堂、霸罗育才学堂、罏乞乐学堂、槟榔屿邱氏家族
学堂均已先后成立”⑤。在爪哇，新开办起来的华侨学堂多达 50 余所，有侨生 4000 多名。⑥ 整个
南洋地区，与国内新式学校相似的华侨学堂则在 20 世纪头 10 年里遍及各大华埠。同时，国内的
华侨教育也大有发展。随着暨南学堂在南洋声名远播，侨生归国读书的数量不断增加。1910 年，
两广总督增祺上奏《南洋侨民就学维艰拟于粤省特设专校折》，提议在粤省增办专校收纳侨生，华
侨归国读书的热潮由此可见。⑦

同样，南洋华侨教育“质”的改善也具有显著意义。20 世纪初期，在中国国内兴起的新式教育
热潮推广到海外华侨社会，以“中华”命名的新式华侨学校在南洋纷纷筹办。以槟榔屿中华学校为
例，该校由槟榔屿首任副领事张弼士和时任副领事梁碧如带头创办，是南洋地区第一所与清政府

有直接往来的新式学校。其“新”式特色，主要在于中华学校多采用“国语”教学; 兼学中西科学文
化; 并在课程、学制、修学年限和学校管理等方面均与国内学校相仿。这些特点与早期以宗族、
帮派、地域为基础成立的华侨私塾、义学相比，无疑是一种“质”的跨越。中华学校的成功创办，
为南洋地区其他新式侨校的建立提供了榜样，诸如吉隆坡尊孔学校( 1906 年) 、新加坡养正学堂
( 1906 年) 及道南( 1907 年) 等侨校的兴办，可以说也深受中华学校的影响。
总的来看，20 世纪初期南洋华侨教育生态“量”和“质”的改善，是晚清新式教育体制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晚清领事保护机制的一次成功实践。于南洋华侨而言，其长期以来受侨居地殖民政
府愚民政策压制的教育境况和权利得到捍卫，华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得到提振。

( 二) 顺应时代情势变化，丰富领事保护机制
清季领事保护机制的确立是清政府基于时代情势变化、对西方外交理念“适应”与“实践”的必

然产物，它的派设进一步促进了晚清外交的近代化，在我国外交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清季领事保护机制的“适应”，即伴随着西方近代外交理念的传入，清政府对领事制度认知、

接受到重视的过程。尤其在《北京条约》签订后，晚清政府急需寻求一种新的依据来处理和西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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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获得了同样的奖赏。同时，还有数十名报销学费数额较小的华侨，他们的捐银在千两以上，但仍被准以捐助地方善举为名获
得在当地侨乡建立牌坊的资格，清政府给予这些牌坊“急功兴学”字样，以昭鼓舞华侨捐学。参见《谨将南洋兴办学堂捐助钜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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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关系，接受近代国际规范便成为必然的趋势。① 在这种趋势影响下，清季领事保护机制被赋予
一种无法阻挡的生命力，推动着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清季领事保护机制在借鉴、适应西方领事制度的同时，又不失自身封建官僚

政治的特色，因此是一种全新的领事制度。自新加坡领事馆成立后，清政府对驻外领事制度进行
了一系列改造和完善。从领事的派驻、领馆机构设置到领事官员选任等，清季领事保护机制逐步
正规化、健全化，这些特点无疑影响着领事职能实践的方向和成效。
清季领事保护机制的“实践”，则体现于晚清领事机制对海外侨民的保护。如薛福成所言，

“领事一官，在彼外洋，虽无管辖华民之权，实有保护华民之责。纵令妥订条约章程，必得领事随
所见闻，与彼地方官商办，则洋官亦得借以稽查，而土人不敢任意苛虐，即驻洋使臣欲与外部辩

论，亦必以领事所报为凭，方能使洋官有所顾忌。此领事一官所以不能不设之由，而已设领事之
处，未尝无显著之效也”②。可见，晚清领事保护机制的“实践”初衷，与海外华侨保护息息相关。
从“实践”内容来看，晚清领事机制经历了由“重商”到“重教”的发展转变。扶持华侨教育，符合 20
世纪初期的国际情势变化和清廷现实需要，也丰富和完善了晚清驻外领事机制的内容。从“实践”
的成效来看，晚清领事的侨教保护实践仍存诸多不足，如: 南洋设领进程曲折③; 部分非职业领事

对侨教工作经验缺乏④; 以及清政府对领事作用认识有限、领事经费划拨短缺、领事权限较小等。
这些缺陷使领事的侨教实践大打折扣，同时也不乏是一种很好的历练。⑤ 从“实践”的影响来看，
晚清领事的侨教保护实践为民国的华侨教育政策制定奠定了重要基础。1913 年，北洋政府颁布
《教育部公布领事经理华侨学务规程令》，对领事兼管华侨教育的职能予以法律确认。⑥ 南京国民
政府成立后，也仍继承这一传统，并对领事的侨教职能进一步制度化。

( 三) 培养华侨效忠晚清，但最终事与愿违
晚清设领护侨之历史性转变，标志着华侨问题在该时期已经成为影响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重

要因素。“然而无论怎样，作为封建王朝的政策，它始终是为了统治者自身利益服务的，不可避免
地打上其阶级和时代的烙印”⑦。

1876 年，驻英公使郭嵩焘提议在新加坡设立领事。“设立领事之义，约有二端: 一曰保护商
民; 一曰弹压稽查”⑧。他的这一观点受到了李鸿章、曾国藩等晚清官员的赞同，折射出清政府内
部对海外华侨的“芥蒂”之心从未消除。1907 年，清政府首次提出，华侨兴学要以“宣谕华侨，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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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光绪三年在新加坡设立第一个领事馆开始，清政府在南洋设领进程中大多曲折艰难。“对西属菲律宾的设领谈判断断续续 18

年之久; 荷属东印度的设领交涉长达 30 年; 而法属印支地区的设领更是谈判无果。“终清之世，在海外设立的领事馆共 45 个，

有数百万华侨和数十个繁盛华埠的南洋，仅设七处领事馆。”参见庄国土: 《对晚清在南洋设立领事馆的反思》，《厦门大学学
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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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甚至是接受国或第三国公民。如: 清朝第一位驻外领事———驻新加坡领事胡璇泽即为当地侨商，他被任命为领事后，不支薪
水，并仍可在领事职务之外从事商业活动。

南洋殖民政府对清政府将南洋华侨教育纳入领事保护一事极为反对。如: 在英属马六甲地区，英人专设华民护卫司以阻止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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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忠君尊孔为宗旨，使该侨民身知居海外，仍在圣朝轸念之中，庶几因感生奋，愈以勤学问，笃

捆忱，于维系人心，潜消隐患”①。为此，朝廷特颁谕旨，“饬学部及各国使臣分别推广筹设，期
底于成。”②该谕旨将驻外领事加强对海外华侨教育的管理、维系华侨效忠的职能和目的进一步明确
化。清末时期，随着维新派和革命派对海外华侨教育的争取愈加激烈，这些被视为流毒海外的“异
说朋兴，邪慝之徒”更是让清政府坚定要通过“教育以端趋向而正人心，俾知朝廷覆载之恩”③。领
事扶持华侨教育的目的已经几乎与抵制海外反清思想等同。
然而，华侨对华侨教育的支持及中国时局的关注却并未导致他们毫无保留地效忠晚清封建专

制政权，这一点与清政府对华侨教育的期待是不一致的。在华侨分化明显的南洋，民主革命思想
不仅在当地上层华侨社会中广泛扩散，对更多在晚清时期持续涌入的“新客”而言，其影响也是深
刻的。这些华侨中，有的因国内封建政治迫害而逃亡海外; 有的为生活所迫出洋谋生; 还有无数
遭西方殖民者诱拐出洋的“猪仔”华工。他们大多出身底层，在夹缝中生存，对社会现状极度不满。
当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彻底被华侨社会所认识后，越来越多的华侨冲破忠君爱国的封建牢笼，投身

民族主义革命道路，他们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早期成员。④

同样，民主进步思想对国内华侨教育的影响，也是清政府始料未及的。据一位暨南学堂的老
校友回忆，1910 年秋天，整个暨南学堂的学生大都将自己的发辫剪掉，意味着他们具有一种反叛
和渴望新生活的心理。⑤ 为了表达对清政府统治的反抗，学堂学生还借故掀起了驱逐暨南学堂满族
学监的学潮，此次反满运动迫使暨南学堂内的满族学监“引咎辞职”。⑥ 武昌起义爆发后，部分暨
南侨生响应革命，与清军作战，甚至因伤牺牲。暨南学校从此停办。

四、结 论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并融入近代西方国际法体系。这种“未有之变局”不仅要求
清政府以“近代化”的外交体制处理对外关系，还要求其以外交的高度看待和处理华侨问题。华侨
教育事关华侨在侨居地的生存延续; 事关华侨对中华传统的文化传承以及对清廷的政治认同。将
华侨教育问题纳入领事保护，是清政府对近代西方领事制度认知—接受—重视的适应性产物; 亦
是变局下清政府维系侨心、延续政权的主动作为。作为清政府华侨政策的实际执行者，领事官员
承担起扶植华侨教育的主要职能。通过查学、捐学及办学等措施，近代南洋华侨教育迎来了第一
次发展高潮。
对晚清设领护侨的历史功过，需要后来之人辩证看待。南洋领事对华侨教育的重视和实践，

改善了华侨在侨居地的教育生态，增强了华侨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认同，也丰富了近代中国领事

机制的内涵。然而，清季领事保护实践本质上是为了延续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逆历史潮流而
动的行为，这也注定了它最终失败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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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Ｒesearch on Consular Protec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CHEN Yiping，WANG Lan

Abstract :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China then was forced to be involved in the system of western
international law，contacting with the consular protection system and transformed from passive adaptation
to active practice． The initiative of the Qing Government to adopt consular protection to develop
education for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was a typical example． To enhance the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of overseas Chinese，improve the ecology of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and continue the feudal
rule，the consuls in Southeast Asia were committed to promoting the prosperity of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Through these efforts，consular protection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including
improving the education ecology an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enrich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consular protection mechanism and laying found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nsular protection system． However，this action was also destined to
fail for its feudal backwardness． In the wave of the Ｒevolution of 1911，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overthrow of the Qing’s feudal regime，and eventually buried China’s feudal
despotism．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 Southeast Asia; consular protection; educ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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